Social Memory and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A case study on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in Songping Farm by 刘朝晖
2003 年 6 月
第 2 期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 福建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 社会记忆 ; 口述史 ; 归侨意识
[摘 　要 ] 本文选择华侨农场和生活在农场里的归侨作为研究对象 , 运用社会记忆的相关理论 ,
通过参与观察及口述访谈 , 剖析社会记忆如何作用于归侨的认同建构。本文提出 , 在对国家或地方的
认同建构上 ,“归侨意识”始终贯串着归侨的集体记忆 , 认同建构是情景性的 , 流动的 , 是一个交织
着多重利益的复杂的心理过程。本文希望通过实证研究 , 达到反思移民安置与地方融入这一社会现象
的目的。对移民的安置不但是提供物质性安排 , 更重要的是营建一个和谐宽容的社会心理环境 , 使移
民与安置地尽快融为一体 , 共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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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n the basis of oral documents ,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llective
identity cherished by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in Songping Farm. The author tries to analyze
how theπ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identityπ has become the cohesion of the group , and the deep
meaning of collective social memory and structural amnesia are explored along with the change of
time , place and situation. It is argued tha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returned migra2
nts into the local society , it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o create social environments full with harmony
and equality than simply provide necessary materials.
一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方法
(一) 社会如何记忆
一般认为 , 记忆是一种属于个体的心理感官行为。但是 ,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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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rice Halbwachs) 则提出 : 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 , 现实的社会群体都有其对应的社会记
忆 , 或曰集体记忆。受其导师社会学家涂尔干有关“集体意识”的概念和分析框架的影响 , 哈布
瓦奇将“集体记忆”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 并认为 : 社会交
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 , 是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在哈布瓦奇看来 , 纯粹的
个体性记忆是不存在的 , 因为人类记忆所依靠的三大支柱 ———语言、逻辑、概念 ———都是在社会
交往中获得的 , 所以 , 记忆必然受制于家庭、社团、亲属网络、政治组织、社会分层和国家制度
等多方面的影响 , 是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团体或国家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 , 因而必然具有社会
性。[1 ]
中国台湾学者王明珂结合华夏民族发展史 , 对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进行了深入探
讨。他认为 , 前人对于集体记忆的研究 , 基本可以总结为四方面 : 11 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 ,
人们从社会中得到记忆 , 也在社会中拾回、重组这些记忆 ; 21 每一种社会群体皆有其对应的集
体记忆 , 藉此 , 该群体得以凝聚及延续 ; 31 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来说 , 记忆常常是选择性的、
扭曲的或是错误的 , 因为每个社会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 , 或心灵的社会历史结构 ; 41 集体
记忆依赖媒介、图像或各种集体活动来保存、强化或重温。[2 ]
与“记忆”相伴的是“忘却”或“失忆”。什么事件被遗忘 , 什么事件被特别记忆 , 什么事
件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被特别强调 , 这一切实际上是社会群体如何建构记忆的问题。威廉·詹姆
斯 (William James) 在《心理学原理》一书中将记忆分为“初级记忆”和“二次记忆”。他认为 ,
初级记忆是对刚刚被感觉和领悟的刺激的存储 , 而对这一刺激的有意识提取则由“带有选择和加
工性质”的二次记忆完成。[3 ]英国人类学家古立佛 (P. H. Gulliver) 在研究非洲 Jie 族的亲属结构
时 , 发现他们家族的发展 (融合或分裂) , 是在特别记取一些祖先同时又“忘却”另一些祖先的
过程中完成的。因此 , 他把这一现象称为“结构性失忆”, 即一个经过选择、修饰甚至可能是虚
构的过程。[4 ]
“记忆”还可能出现“误差”, 一般认为 , 这可能是因时间流逝造成的。但是 , 20 世纪后半
期以来 , 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 ,“记忆误差”被纳入“记忆重构”中加以研究。学者们发现 :
被选择作为“集体记忆”的内容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关系中的 ,






口述史是受访者与访问者之间的互动。口述史最基本的采集方式是访谈 , 既是访谈 , 那么 ,
访问者如何提问 , 在什么情境中提问 , 被访者如何反应 , 如何作答 , 都值得关注。而且 , 知识、
性别、人种、阶级、年龄、族群等因素在访谈中如何相互碰撞 ? 基于这些因素而形成的权力关系
如何影响叙述者与访谈者之间的互动 , 最后又如何影响了叙述的记录 ? 口述史料不仅是对口述内
容的报道 , 更是一个访谈者和叙述者共同致力于意义建构的结果。换言之 , 访谈已不仅仅被认为
是资料的采集 , 访谈过程本身已构成口述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口述史的实践 , 使学者们找到了让从属群体走出历史和文化沉默的可能 , 为无数市井百姓表
述自身的人生经历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是平凡的 , 然而 , 恰恰是一桩桩一段段平淡无奇的表
述 , 在不同程度上向外人展示了叙述者所属群体的社会记忆 , 使那些在宏大叙事中长期被忽略的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 具有被真实重构的可能。[5 ]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 , 当我们选择松坪华侨农场作为研究对象时 , 即决定采用口述史的调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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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并注重探讨归侨群体的社会记忆如何作用于其认同意识的建构。我们注意到 , 在学者们既往
对华侨华人认同研究的视野中 , 主要关注的是仍然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 , 对回归祖国后生活在
华侨农场的归侨群体之认同观的研究 , 尚付阙如。为此 , 本文将松坪农场归侨群体的认同建构放
置于一个动态的过程之中 , 通过梳理他们对于归国前后生活经历的社会记忆 , 解读其随着时间、
场合和不同的社会情境而出现的“结构性失忆”的变化 , 探讨其认同建构的过程、特点与变化。
二 　社会记忆建构
松坪农场的归侨主要为两部分 : 一部分是在 1960 至 1961 年期间从印尼回来的 ; 另一部分是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从越南回来的 (详见俞云平文) 。当我们进入农场进行调研时 , 归侨们都
已在农场生活了数十年。时光流逝 , 归国时年岁已高的归侨大多已不在人世 , 或者也因老年性疾
患而无法接受我们的访谈。① 因此 , 我们访问的归侨 , 大多回国时还是青少年 , 有的印尼归侨回
国时还只是幼稚天真的孩童。然而 , 从他们在叙述中 , 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埋藏在这个群体心灵
深处的“归侨意识”, 而且 , 构成“归侨意识”的社会记忆包含其归国前后的经历 , 包含落户农
场后的酸甜苦辣 , 同时也在与周边村民、与境外亲友的比较中不断重构。我们还注意到 , 记忆元
素依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情景 , 有的被强化 , 有的被弱化 , 有的甚至“自觉地”被隐匿。从松
坪归侨社会记忆的解剖中 ,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 社会记忆对认同意识的建构是情境性的 , 是流
动的 , 是一个交织着多重利益的复杂的心理过程。
对侨居地的记忆
第一代归侨大多表现出对原侨居地清晰的生活记忆 , 而且 , 无论当年的家境是贫是富 , 谈起
来都充满感情。
张亲禾 1960 年随父母从印尼来到松坪时才 10 岁 , 但是 , 他对幼年时在印尼的生活记忆犹
新 , 他说 :
我在印尼西爪哇的雅加达出生 , 我十岁回国 , 我们家住在首都城市 , 我爸爸在公司
当职员 , 薪水很高 , 靠他一个人就可以养活我们全家 , 还请了两个保姆 , 我母亲做一点
食杂生意。
印尼归侨游武祥 1966 年回国时才 7 岁 , 他也津津乐道幼年时在印尼的生活 , 他说 :
我是在中爪哇出生的 , 家住在城市 , 最早在泗水 , 后来才搬到中爪哇 , 我父亲开了
好多工厂 , 有咖啡厂、织布厂 , 车都有好几部 , 一个兄弟一部 , 卡车有三四部 , 我们的
家境很好。
曾任农场副场长的吴东平是 1961 年回到松坪华侨农场的 , 当时 18 岁。他在印尼的家境不是
很好 , 他说 :
我祖籍福建晋江 , 父母属于第一代移民 , 他们一开始在印尼给一个亲戚家 [同家乡
的 ] 做杂工 , 洗衣服 , 经常被那家兄弟捉弄得半死。经历一番曲折后 , 父母决定自己出
来奋斗 , 到了一个叫 Butun 的海岛上养猪 , 种水田 , 种地瓜 , 刮椰子油卖 , 维持生活。
尽管生活穷 , 但比较稳定。
对归国过程的记忆
归侨对自己回国时的情景是刻骨铭心的。印尼归侨郭小妹 1967 年 2 月回国 , 她回忆说 :
60 年代印尼排华 , 到了 [19 ] 67 年还有点乱 , 到处乱杀人 , 那些人把我们的国旗、
领袖像用车去碾压 , [印尼 ] 政府控制不住 , 大学生游行 [ ⋯⋯] 那时我们住在苏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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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曾经访问过农场中一位年近百岁的印尼归侨 , 尽管老人的儿子在一旁帮忙解释 , 但老人基本不理
解 , 更无法回答我们的问题。
腊 , 大哥看形势不对 , 叫我先回来 , 我就带着大女儿回来了。其他两个哥哥 , 一个弟弟
和一个姐姐都留在印尼。
吴东平在叙述回国原因时 , 也明确地说明是印尼当地排华迫使他们回国 :
1959 年印尼 10 号法令 , 把我们从农村、海岛赶到城市 , 又不管我们。形势不好 ,
我们决定回国 , 60 年我们被华侨工会安排在城里的学校。呆了半年多 , 有船到西江 ,
我们就到了西江的第五招待所 , 那里住的都是准备回国的华侨。我和兄弟姐妹和父母坐
苏联船“俄罗斯号”离开了印尼 , 那是 1961 年 3 月 12 号的事。那艘船是万吨船 , 在当
时是很不错的。坐了 7 天 7 夜到了广东湛江。上岸后政府派车把我们送到三元里招待
所。我们回国一路上的费用都是政府出的。4 月 14 号 , 来到松坪。松坪当时光秃秃的 ,
但在我们之前已经到了两批华侨 , 他们敲锣打鼓迎接我们 , 很热闹。
前面提及的游武祥在说起全家回国的原因 , 则一再强调与“排华”没关系 , 是“自愿申请回
国的”:
我们是申请回国的 , 是归侨 , 不是难侨 , 我们不是因为排华受迫害回来的。那时有
很多画报 , 说中国很好 , 读书不要钱 , 上学有车接送 , 我们就申请回国了 , 我们家是真
正受 [中国政府的 ] 感召回来的。
游武祥本人是印尼归侨 , 他的妻子是越南归侨 , 1977 年底回国 , 当时 27 岁 , 被安排在农场
做广播员至今。她明确表述自己是越南排华的“难民”:
我 [在越南 ] 是做服装出口的。我想考函授大学 , 和三个越南工友一起考的 , 他们
三个成绩一般 , 被通知去了不脱产的函授班 , 我分数最高 , 却没有通知我。我去问原
因 , 他们说 , 有文件规定 , 说华人我们不培养了。不久 , 在城里就听说边境开始赶人
了 , 排华了 , 已经有很多人过了边境 , 中国政府也很欢迎。我们 [一家 ] 没有申请 , 四
个人就一起回来了。
选择落户农场与对祖籍地的记忆
我们在调查中注意到 , 在松坪安家的归侨中祖籍是厦门籍的只有 7 户。为什么大多数归侨不
回原籍而选择落户华侨农场呢 ?
印尼归侨陈土金回国时还不太懂事 , 在他的记忆中 :
[父亲告诉我 ] 我们也想回老家 , 但是我们以前与老家几乎没有联系 , 在那里没有
亲人 , 也没有熟人 , 自己又没有钱 , 空手回家 , 没有带回土地 , 老家的人可能不会欢迎
的 , 既然国家有安排 , 我们就服从统一安排 , 到农场来了。”
印尼归侨洪宝珍 1961 年回国 , 现已退休 , 安居在松坪农场 , 她说 :
回国后曾与原籍联系过 , 开始还比较亲 , 但慢慢由于言语不同 , 关系渐渐就淡了。
张亲禾回国时年纪尚小 , 并没有参与落户地点选择 , 但他还是十分明确地说道 :
华侨在一起 , 生活习惯相同 , 大家都是一样的来历 , [所以 ] 都来农场。
显然 , 这是受其父母影响 , 也可能是自己数十年生活经历的体会。类似的说法我们从别的归
侨口中也时常听到。松坪农场归侨的家族移居国外的时间短则两代 , 长的有五六代 , 在国外时 ,
与家乡联系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联系。因此 , 当他们回国时 , 虽然国家有“按籍安置”的政策 , 但
他们大多不愿回乡。同时 , 不少人也提及 :“由国家安排集体到农场 , 自己不花钱。”显然 , 中国
政府为集体落户华侨农场的归侨所提供的优惠政策也有重要影响。
农场建立初期的生活记忆
60 年代初期回国的归侨 , 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 但是 , 由于归侨刚回国得到政府的特殊
照顾 , 因此基本生活有保障。洪宝珍说 :
回来后没有挨过饿 , 国家供给的粮食有多余 , 现在抽屉里还有当年留下的两千多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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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跟现在比起来 , 当时生活尽管苦一点 , 但觉得精神好 , 毛主席好。生活苦 , 但锻
炼人。
吴东平回忆说 :
我们第一个月是吃大锅饭 , 出现了有人把吃不完的饭悄悄倒进厕所的事 , 而当地的
老百姓有的连稀饭水也喝不上 , 政府调粮保证我们有三餐饭吃 , 两顿干饭 , 一顿稀饭 ,
比周围的人要好多了。我们每月 15 号发工资 , 一级劳力每月 20 元 , 二级 19 元。一级、
二级劳力每月还有 40 斤粮食的定量 , 三四级 38 斤 , 五六级 36 斤。当地人很羡慕我们。
由于大部分归侨回国前是小商贩 , 毫无农业经验。为了让这些归侨尽快掌握农业知识 , 政府
从同安县巷东和马巷人民公社调来有农业知识 , 经验丰富的骨干来做生产队长 , 手把手地教归侨
如何种植水稻、花生、番薯等农作物。学习当农民的过程 , 是蛮艰难的。洪宝珍回忆道 :
到农场后 , 开始想不通 , 但还是边学习边适应 , 向当地社员学习如何种田。最初不
会使用农具 , 只好用手耙土 , [下肥时 ] 闭上眼睛手抓粪便就往田里扔 , 也顾不上脏不
脏 , 而且插的秧老是乱七八糟 , 在田间休息时 , 手随便洗一下就吃馒头。
张亲禾的回忆 , 对周边村民的宽容留有好感 :
我们什么农活也不懂 , 以为地瓜是长在树上 , 拿梯子去摘花生 , 有时我们偷当地人
种的地瓜、龙眼 , 当地人没有说我们 , 因为干部跟他们讲 , 说我们是从海外回来的 , 不
知道 , 要原谅我们。
对“文革”的记忆
对“文化大革命”的记忆 , 不同阶层的人就表现出来不同的记忆。像吴东平 , 因为在“文
革”时就做了生产队长 , 他对“文革”的记忆历历在目 :
在文革时期 , 我至少被拉去批斗了十几场。当时我是生产队的队长 , 我抓革命促生
产是有名的 , 虽然晚上被批斗 , 但白天生产队的人还得老老实实跟着我干 , 我不说回
家 , 不管太阳下山不下山 , 没有一个人敢走。记得被批斗的第一次是在晚上 , 在原来的
商店门口 , 我站在两条凳子上 , 满脸都是汗水 , 有点紧张 , 环抱双手不说话。第二个晚
上胆子大了 , 反正大家都是人 , 当时我脑袋很机灵 , 记忆力又好 , 毛主席语录哪句在哪
页都知道 , 我就用毛主席语录跟他们辩论。
印尼归侨王谭 1966 年回国时已经 34 岁了 , 因为在印尼从事教育 , 回来后安排在松坪农业中
学任教 , 他在回忆中讲述了农业中学的高校长在文革时的遭遇 :
1966 年高校长应邀回国参加国庆观礼 , 刚回雅加达 , 就接到领事馆的通知 , 让他
不要回三宝垄 , 因为印尼在抓侨领。让他一家马上办理回国签证 , 他就这样回来了 , 被
任命为农业中学的校长。他当时说了一句话 , 说回来的华侨都是爱国的 , 就被扣上‘阶
级斗争熄灭论’的帽子 , 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后来 , 他的消息传到他在印尼的弟弟那
里 , 弟弟直接到北京外交部交涉 , 外交部指示很快就从省里下到厦门 , 下到同安 , 马上
就为高校长开了平反大会。
不过 , 当与农场的普通归侨谈及文革经历时 , 大多仅留下些零零散散的记忆 , 有的说那时开
过批斗会 , 有的说好像有些打打闹闹的事 , 问及具体细节 , 大多语焉不详。众所周知 , 文革期间
曾将有海外关系的人列入“另类”, 不少人甚至因此遭受迫害。我们本以为 , 文革中的遭遇一定
给归侨们留下深刻印象 , 但是 , 从农场普通归侨对文革“集体失忆”现象的分析中 , 我们领悟
到 : 在华侨农场 , 彼此都有海外关系 , 再加上本来就在农村务农 , 因此 , 除少数干部及学校领导
外 , 文革并没有对普通归侨的生活产生太大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场
华侨农场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政策下的“产物”, 随着社会转型和政策变化 , 农场的发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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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着新的调整。1981 年 , 农场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 经过调整发展 , 到 80 年代中后期 , 农
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97 年农场正式转给地方管理 , 并加挂经济开发区的牌子 , 农场被推向
了市场。在这一系列变化中 , 华侨农场原先享有的政策优势正逐渐丧失或者说弱化 , 长期以来华
侨农场在发展中形成了对国家优惠政策的依赖性 , 使他们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步履缓慢 , 部
分归侨甚至出现一种“集体失落”感。吴东平对这一点感受尤其深刻 :
现在领导班子是 1998 年上任的 , 是当地人 [据了解 , 场长是土生土长的农场人 ,
因为他的父亲是后来迁入农场的当地人 , 所以 , 在归侨的眼中 , 凡是这种人不管过了多
久 , 都是属于当地人的概念范畴 ] , 对我们归侨就没有那么经心。比如说 , 国家规定归
侨退休后 , 除了退休金 , 还发给每月 60 元的生活补贴 , 我们归侨的 60 元是国家拨款。
可是领导偏向当地人 , 他们规定 , 除了归侨 , 还要照顾不是归侨的老职工 , 给他们发
30 元。国家政策里没有这一条。他们用农场的钱给不是归侨的职工发额外补贴。
但是 , 一位现任场领导却认为 , 归侨出现这种“集体失落”感 , 实质是观念守旧 , 没有跟上
时代的发展步伐。他说 :
华侨农场是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现象 , 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三四十年了 , 应该说第一
阶段的安置任务可以暂时告一段落 , 它应该进入转型期 , 进入一个稳定发展改革的时
期。在当时那种政治背景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条件下 , 华侨农场的设计以及相应的政策扶
持是必要的 , 它积极推动了安置工作 , 而且还体现了国家对华侨的关心和温暖。但如果
到现在还是这样下去 , 似乎就没有“断奶”的一天。市场经济要靠市场 , 靠社会 , 靠我
们自己去发展。华侨农场要适应这个大环境的变化 , 去求得自身的发展。
何建是农场的中层干部 , 面对改革带来的冲击 , 他认为 :
华侨农场就像一个小政府 , 又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 , 不伦不类的 , 不享受机关的
待遇。成立经济开发区也很困难 , 因为农田受保护 , 不能随便开发。 [改革后 ] 归地方
管理好处就是可以及时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 好比像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 , 地方很快就把
我们纳入一体考虑 , 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但原先侨办管理也有好处 , 像批个编制 ,




[我的丈夫 ] 承包龙眼树后 , 从职工变成了农民 , 靠天吃饭 , 生活没有像做职工有
保障。这几年龙眼价格不好 , 真不知道以后怎么办。




时期 : 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至今。作为一群有特殊身份的中国人 , 他们在
这三个时期都以不同形式与境外亲戚保持联系。
郭小妹说 :
回来后与印尼有联系 , 70 年代主要是写信 , 80 年代初 , 好像是 82 年 , 我妈和二嫂
回来过。92 年和 96 年我们两次去印尼探亲 , 95 年 , 大哥二哥两家 13 个人一起回来 ,
好热闹。
何建国说 :
我现在与海外的亲友联系好多 , 在“文革”后 , 应该是 83 年 , 与印尼的姑丈联系
61
上 , 他回来带了一台 14 寸的彩电 , 在农场很轰动 , 大家都来看。也有寄钱物的 , “文
革”时 , 我父亲写信出去 , 说比较困难 , 结果我那些堂叔公寄了皮鞋和食物 , 有的收
到 , 有的没收到。当时寄钱经常写别的 , 比如说 , 100 米代表 100 元钱 , 怕印尼政府发
现 , 受到迫害。由于“文革”, 通信比较少 , 到 80 年代后就陆续多了。
开放以后 , 归侨与国外的亲戚普遍加强了联络 , 海外的关系网络就打开了 , 甚至开展了联谊
活动。有一些归侨参加跨国、跨地区的同乡会、同学会、归侨联谊会等组织的活动 , 如泗水中华
学校同学会、世界同安乡亲联谊会等等。印尼归侨王谭说 :
1998 年 , 我原来就读的中华学校在厦门开了一次同学会 , 世界各地的同学来了两
三千人 , 大部分经费由基金会负担 , 本来说 1999 年要在印尼开 , 也已经做了筹备工作 ,
但因为印尼的“五月暴乱”, 就取消了。开放以后 , 我们同学之间的联系还是蛮多的。
根据松坪华侨农场侨联的资料 , 从 1972 到 2000 年 , 全农场共有 459 位归侨侨眷出境出国 ,
农场归侨家庭的社会关系大部分在境外、国外。近几年 , 在农场老归侨家庭中 , 不少通过子女与
境外缔结婚姻的方式 , 扩大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
归侨眼中的当地人和当地人眼中的归侨
绝大多数归侨很少与本地人来往 , 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固守着原有的文化习俗和语言 , 心理
上归属于归侨群体 , 有特殊感 , 强调要区别对待归侨与本地人 , 觉得自己才是农场的真正主人 ,
认为农场对归侨照顾得不够。
何建国就对当地人的民间信仰怎么也不理解 :
我是在农场长大的 , 国家对归侨的照顾我认为还不够 , 像招工时 , 大部分是本地人
的子女。他们 [指本地人 ] 封建迷信得很。我们归侨只有到春节才会有人情来往 , 他们
好像什么庙什么节很多 , 我们归侨少。
华侨农场里的本地人也始终把归侨看成是不同于自己的“另类”, 说他们不懂人情世故 , 是
“番”。这个“边界”的形成 , 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农场与周边村落在“地理边界”上的分隔 , 但实
质上更多的是源于各自“心理边界”的建构。这种边界在内容上可看作一群人自觉不自觉地固守
某种语言、共享利益、文化习俗、信仰以及对“原住地”经历的集体记忆等。而在其外部也存在
着一个无形的边界 , 那就是建构在“他群”心里的“族群边界”, 也就是说 ,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
在“他群”的心目中 , 始终存在着“非我族类”的“心理边界”。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 随着农场改制 , 原农场学校划归所在地教育局统一管理 , 因此 , 现在的
归侨子女们 , 大多说说本地话 , 与当地孩子同校学习 , 彼此似乎都“玩到一起了”。但是 , 他们
祖辈、父辈的特殊身份 , 仍然不时起着或明或暗的社会暗示作用 : 我们是归侨 , 是归侨子女 , 是
侨眷。一个简单而有意思的事实是 , 在学校里同班学习时 , 同学间可能不一定很在意谁是归侨子
女而谁是本地人 , 可是 , 高考时归侨子女可以得到“加分”的优待 , 立刻就显出差别了。因此 ,
在本地人口里 , 总还是习惯说“他们松坪华侨”。这种先致性的身份归属 , 是否还会代代相传呢 ?
三 　结论与探讨 : 移民的地域认同与地方融入
本文从社会记忆的角度 , 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 , 通过对松坪归侨的自我认同的剖析 , 透视迁
徙性人群对地域社会认同的建构过程及特点。
第一代归侨的人生经历与“农场”息息相关 , 因此 , 无论他们对“农场”是爱、是怨、是
恨 , 心中都潜藏着对农场一种难以割舍的特殊情感。这些人在 60 年代归国时已成年 , 一回到国




当然 , 在他们记忆建构的过程中 , 还伴随着社会经济差异、社会身份不同、国家政策调整等
因素 , 它们影响甚至决定“记忆元素”之强弱有无。虽然松坪归侨的回归时代及回归背景有明显
的同一性 , 但是 , 在不同群体身上 , 却出现“集体记忆”和“结构性失忆”共存的现象。尽管他
们都能清晰地记忆起归国前的生活 , 但一些人基本上少谈 , 甚至不谈在当时社会背景下自己的
“难侨”身份 , 在叙述自己的归国动机时 , 几乎不谈自己所遭遇到的物质剥夺或者精神压力 , 而
反复强调自己是为了建设新中国而回到祖国的。一些对目前的生活状况不满的归侨比较“容易”
回忆起“当年”在原侨居地的美好生活。而那些对现状基本满意的归侨 , 则在言语中时常述说
“当年”在侨居地时的艰难。因此 , 这种“集体记忆”和“结构性失忆”共存的现象 , 与其说是
对过去生活的真实记忆 , 还不如说是对应现实生活反差的心理反映。
华侨农场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创造”出来的归侨社区。当初为因应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
形势 , 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聚落式”的集中安置 , 并给予种种政策扶持。但不容否
认的事实是 , 这种制度性安排在归侨和安置地居民之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边界”, 由此带来的
心理隔膜和物质上的反差 , 一方面使归侨难以融入地方社会 , 另一方面 ,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 它
又成为农场可持续发展的桎梏 , 直接影响农场的转型和参与社会大变革的效率。改革开放以来的
重要举措之一 , 就是将华侨农场下放给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管理 , 使之逐渐与当地社会融为一体 ,
共求发展。这种“本土化”的发展策略有助于消除多年来在归侨与本地人之间形成的“界线”,
以取得与当地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共同发展。
我们认为 , 在对国家或地方的认同建构上 ,“归侨意识”始终贯串在归侨们的集体记忆之中 ,
它随着时间、场合和不同的社会化情景而出现“结构性失忆”的变化。社会记忆对认同意识的建
构是情景性的 , 是流动的 , 是一个交织着多重利益的复杂的社会心理过程。我们希望通过松坪个
案的研究 , 反思移民安置与地方融入这一社会现象。历史告诉我们 , 移民安置不但是衣、食、
住、行的物质性安排 , 更重要的是要营建一个和谐、平等和宽容的社会心理环境 , 以使移民认同
安置地 , 并尽快地与之融为一体 , 共谋发展。
移民是一个历史问题 , 也是一个现实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影响日益加剧 , 移民潮势必长期延
续 , 日趋高涨。无论是国际移民还是国内移民 , 都存在个体移入、心理融入或个体回归、心理再
适应的问题。就此而言 , 松坪归侨 40 多年来走过的道路及其给与我们的启示 , 意义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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